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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１９３５ 年国军陆军制式武器的选定

高　 翔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军陆军武器性能落后，型号混乱，亟待中央制定统一

的制式标准。 １９２８ 年底，军政部兵工署成立，下辖设计科专司制式武器的选型工作。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兵工署组织召开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但因会议仓促，仅在理论层面有所建

树，所选制式武器未获军政部通过。 会议结束后，兵工署依靠德国援助和自身努力，从标

准化生产入手，成功仿制一批国外武器，奠定制式武器的生产基础。 １９３４ 年底，军事委员

会组织召开第二次制式兵器会议，出台初步的审查意见。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军制研究会召开，
会议第三组经过研讨，最终确定各类步兵主战武器的制式。 然而，因生产基础薄弱和马政

落后，炮兵制式武器的选定未获成功。
关键词　 国民革命军　 兵工署　 制式武器　 中德军事合作

制式武器（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ｅａｐｏｎｓ）是指列入国家装备体制的武器。① 一国制式武器的性能水平、生
产能力和装备情况直接反映该国的军事实力。 近代以来，各军事强国无不基于本国国情，建立满足

其国防需要的制式武器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②将选定陆军制式武器作为军事建设

重点，取得一定成果。 目前学界相关论著中对该项工作虽多有涉及，但局限于对制式武器选定过程

的粗线条叙述和对制式武器基本性能的介绍，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③ 本文立足于相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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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工业科学技术辞典》编辑委员会编：《兵器工业科学技术辞典》，国防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４ 页。
为行文方便，后文以“国军”简称。
论文方面有白剑光、张继红的《浅析中国近代武器装备制式化问题》 （《军事历史》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王安中的《崎途与歧

路———论国民政府武器制式转型》（《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孙烈的《中国武器制式体系的建立与发展（１８６４—１９５５）》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和田效飞的《国民党军队武器制式化问题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硕士学位

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２０１７ 年）。 但白、张文论述涵盖晚清、民初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安中的文章则着重介绍抗战

时期国军制式武器在美械、日械和国械间的转换，孙烈的文章侧重于对近代中国制式武器问题的整体性把握，田效飞文章的论述

重点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全面抗战前国军陆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的介绍都较为简略，仅论及第一、二次制式兵器会

议，对会议内容及德国援助的论述较少，且忽略了军制研究会确定步兵制式武器这一关键点。 专著方面，王国强在《中国兵工制造

业发展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５ 章第 ３ 节，虽记述了 １９３３ 年俞大维任兵工署署长前兵工署统一制式武器的

尝试和俞大维任内各种步兵制式武器的确定，但以介绍制式武器为主，对选定工作的论述较少，此外，未提及 １９３４ 年底再次召开

的制式兵器会议。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器工业》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虽注意到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４ 年两次制式兵器会议间的联系，但并未论及两次会议的细节和两次会议间兵工署在制式武器化

上的努力，论述角度也局限在对制式武器性能的介绍上。 综上所述，关于抗战前国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的研究，不仅在会议细节

上仍待梳理，还需要继续挖掘国外因素的影响，并在上述基础上探讨制式选定工作的成效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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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档案、会议记录和其他资料，通过梳理从 １９２８ 年底兵工署设计科开始从事制式武器选定工作，到
１９３５ 年底军制研究会确定国军步兵制式武器的过程，展现国军陆军制式武器选定工作的来龙去

脉、兵工署在生产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德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国军陆军制式武器选

定工作的成果与不足。

一、 制式武器选定的早期尝试

近代中国兵工建设和武器贸易因军事地方化而逐步失序，致使陆军武器型号长期混乱，成为阻

碍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顽疾。 清末练兵处曾制订《陆军枪炮等项程式》①，民初陆军部也曾开展全国

兵工生产调查②，均打算以制式武器装备全国陆军，但因中央无力收回地方购械造械之权而皆告失

败。 国军初创时，虽标榜为革命新军，但武器上的杂乱落后却与各地军阀部队相似。 广东国民政府

所控制的广东、广西两家兵工厂，产品杂乱且质量低劣，难以满足国军的作战需要。③ 同时期苏联

援助的军火，也型号混杂，产地不一，所援助枪械有日本 ３８ 式步枪、俄国莫辛纳甘（Ｍｏｓｉｎ⁃Ｎａｇａｎｔ）
式步枪和德国马克沁（Ｍａｘｉｍ）式重机枪④；所援助火炮则产自日、德、俄三国，不是型号老旧，便是

缺少零件。⑤ 北伐期间，国军陆续收复汉阳和上海两大兵工厂，加上战场缴获，虽缓解武器弹药不

足的问题，却使武器型号更加混乱。
国军完成北伐后，在军事建设上面临两大任务。 其一是消除各地军队的地方归属，使其向中央

军转变；其二是通过现代化改造，缩小国军与列强各国军队间的战斗力差距。 具体到武器装备领

域，首先是以统一的标准规范各地兵工生产和军械购买，并配合中央对地方兵工厂的接收，使全国

各军的武器弹药完全仰赖中央供给。 之后，还要紧随世界军事发展潮流，使国军武器在符合中国国

情的同时，具有媲美各国新式武器的性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催生出坦克、战斗机等机械化装备，还引发步、骑、炮三大陆军传统兵种的

武器革新。 步兵方面，单兵枪械走向自动化，冲锋枪、自动步枪和轻机枪逐渐成为各国步兵班、排的

火力核心；同时，重机枪和新研发的各型步兵随伴炮显著强化了步兵部队的火力。⑥ 骑兵方面，策
马冲锋杀敌已十分少见，骑马行军、徒步作战成为主流，武器已趋同于步兵。⑦ 炮兵方面，单一的速

射野战炮或攻城重炮都不足以满足一战期间日益复杂的炮兵作战。 根据作战距离和打击目标的不

同，野战火炮细化为迫击炮、山炮、野战炮、轻榴弹炮、重榴弹炮、重加农炮和高射炮等诸多种类。⑧

新兵器的陆续问世引发陆军编制的改革。 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法国陆军为例，步兵团下辖 ３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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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处奏订陆军枪炮口径等项程式折》（１９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

工业档案史料》第 １ 辑，兵器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５７２ 页。
张侠、孙宝铭、陈长河编：《北洋陆军史料（１９１２—１９１６）》，天津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７８ 页。
当时广西兵工厂主产“土打”枪支和复装子弹，“土打”枪即手工制作的枪械，多为前膛单发步枪，不仅精度不高，质量也

十分低劣，复装子弹则指将从香港购得的一战废弃弹壳和弹头，装填发射药后重新组装而成的改装弹。 参见《中国近代兵器工

业》，第 ３７９ 页。 而广东兵工厂虽相对现代化，产能也无法满足需要。 据苏联顾问考察，该厂月产子弹 １００ 万发，只抵得上全军每

月练兵中实弹射击所需的 １ ／ ５，根本满足不了作战需要。 参见萨坡什尼科夫著，齐志新译《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军事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年版，第 ２４ 页。
郭沛一：《战场之尘———还原 ２０ 年代中国军队与士兵的形貌》，中坜，老战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２３５—

２３６ 页。
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１９１９—１９２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５５ 页。
宁墨公：《欧战后步兵兵器之概观》，南京《军事杂志》第 ７ 期，１９２９ 年 １ 月，第 １１—１２ 页。
程仲清：《骑兵与新兵器》，南京《军事杂志》第 ３８ 期，１９３１ 年 ８ 月，第 ４８—４９ 页。
南邨：《现代火炮之概况》，南京《军事杂志》第 ６４ 期，１９３４ 年 ４ 月，第 １１５—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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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炮排，步兵营配有 １ 个重机枪连，步兵排则以配备轻机枪和掷弹筒的战斗群作为基础作战单

位。① 相较于一战前以步枪和刺刀为主要武器的步兵团，火力大幅增强。 新编制的影响逐步波及

中国军队。 民初，国内步兵团编制中已有重机枪连。 国军成立后，最初借鉴苏联红军的编制，在步

兵团中加入辎重、交通、卫生和特务等队，但轻机枪和步兵炮部队尚未正式列入编制。②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国军制定陆军编制草案，其中步兵团下辖 ３ 个步兵营，配有机关枪和迫击炮部队各 １ 连。③ 一

方面，国军各部武器型号混乱，另一方面，新编制急需新武器，陆军制式武器问题更显突出。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国民政府颁布《军政部兵工署条例》，规定由兵工署主管国军武器生产和研发工作，其中

以设计科职掌军用枪炮弹药制式划一的事项。④ 设计科成立后，积极展开理论探索，科长李待琛于

１９２９ 年完成《规定制式兵器刍议》一书，简要论述了现代战争对武器的新要求，并提供国外新式武

器的数据作为参考。 他认为中国兵工业十分薄弱，所产武器性能已落后于时代，且不具备自主研发

的能力，因此制式武器选定的实质，是从国外先进武器中选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型号。 他在文中总结

出国军选定制式武器的具体步骤：第一步，通过参照各种新式武器的记录和图样等，确定最适合国

军的几种型号；第二步，设法引进择定的新式武器；第三步，对引进的新式武器进行测试，以确定最

终型号。⑤

李待琛撰写此书时，列强对华军火禁运（１９１９—１９２９ 年）刚刚解除，兵工署尚未对各种国外新

式武器进行引进和测试。 因此，他主要根据武器的纸面参数做理论探讨。 虽是“纸上谈兵”，但他

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对现代武器发展趋势的把握，提出几条选型的原则性意见：第一，制式步枪和

机枪采用同种子弹；第二，制式机枪采用气冷方式冷却枪管；第三，制式火炮应在保持适当火力的前

提下，尽可能减轻重量，以适应中国落后的交通。 依照上述原则，他在文末列出多种国外武器，计划

作为下一步采购和试验的对象。

表 １　 《规定制式兵器刍议》拟购置国外武器型号（１９２９ 年）

类别 型号

步枪 德国毛瑟（Ｍａｕｓｅｒ）１９２４ 式步枪

自动步枪 荷兰班（Ｂａｎｇ）式自动步枪

轻机枪 法国哈奇开斯（Ｈｏｔｃｈｋｉｓｓ）１９２２ 式轻机枪

重机枪 法国哈奇开斯 １９１６ 式重机枪

高射机枪 法国哈奇开斯式高射机枪

飞机用机枪 法国哈奇开斯飞机用航空机枪

步兵平射炮 奥地利百禄（Ｂｏｈｌｅｒ）４４ 毫米步兵炮

轻迫击炮 法国斯托克斯 －布朗德（Ｓｔｏｋｅｓ⁃Ｂｒａｎｄｔ）１９２９ 式 ８１ 毫米迫击炮

重迫击炮 法国斯托克斯 －布朗德 １５０ 毫米迫击炮

　 　 资料来源：李待琛：《规定制式兵器刍议》，军政部兵工署 １９２９ 年版，第 ９９—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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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译：《各国军制要纲》，军用图书社 １９３１ 年版，第 ２２１—２２２ 页。
宁墨公：《步兵团编制之讨论》，南京《军事杂志》第 １７ 期，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第 ４９ 页。
《陆军沿革史草案》（１９３９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５７５ ／ ０５３。
《军政部兵工署条例》（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兵器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２ 页。
李待琛：《规定制式兵器刍议》，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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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我们可以看到李待琛对法国武器的推崇。 在国军内部，这种推崇并不少见。 军中权威

刊物《军事杂志》不断发表文章，以法国陆军的武器作为现代陆军武器的标杆。 此外，兵工署主办

的《兵工杂志》也连续刊登新式法国武器的照片，给读者以直观的视觉冲击。① 不久，照片上的法国

武器便真正展现在国军眼前。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法国哈奇开斯公司技师携该公司 １９３０ 式重机枪

到金陵兵工厂进行试射，参观者包括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兵工署署长陈仪，试射结果和枪械结构特

点均得到兵工署的详细记录。②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法国布朗德公司派技师带 ２ 门布朗德轻迫击炮来华，
先后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青龙山试射 ２ 次，蒋介石亦亲赴现场观看该炮试射。 之后作为参照，兵工署

又于同年 ３ 月 ２６ 日试射荷兰 Ｈ． Ｉ． Ｈ７５ 毫米轻型山炮、上海兵工厂所产克式 ７５ 毫米山炮和日本大

正六年式 ７５ 毫米山炮。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兵工署会同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中央军官学校和警卫军，
对法国哈奇开斯、瑞士启拉利（Ｋｉｒａｌｙ）、英国维克斯（Ｖｉｃｋｅｒｓ）和捷克斯洛伐克 ＺＢ － ２６ 式 ４ 种轻机

枪进行对比研究，并挑选 ７ 人对上述机枪进行实弹射击对比。③ 通过上述武器测试，兵工署积累了

丰富的实验数据。 不仅如此，兵工署还迅速对结构相对简单的布朗德轻迫击炮进行仿制，期间将口

径由 ８１ 毫米改为 ８２ 毫米。 １９３１ 年，仿制工作完成，新品被命名为“二十年式八二迫击炮”。 但上

述测试和仿制工作仅针对个别武器，兵工署尚无一个完整的陆军制式武器选定方案。
时局的剧烈变动迫使制式武器选定工作走上快车道。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要面对日

本的步步紧逼，还要对中共实施“围剿”，此外仍需提防各地方实力派，可谓军事压力空前。 就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实战情况看，即便是中央军精锐部队，与日军作战也颇为吃力，故整军工作

迫在眉睫。 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国军制定“陆军师暂行编制表”，以步兵师为基本战略单位，每师下辖 ２ 个

步兵旅，共计 ４ 个团的步兵部队，此外还配有师属炮兵、工兵和辎重兵各 １ 个营。④ ６ 月，军事委员

会正式颁布暂行编制表，推出“廿一年整理师”编制，令编入整理计划的各师按照新编制完成整

理。⑤ 较国军早期步兵师以步枪为主，辅以少量机枪和火炮，“廿一年整理师”编制中的步兵重武器

得到相当强化。 步兵团配备 １ 个步兵炮连，装备小炮（即小口径加农炮）２ 门，榴弹炮 ４ 门，装备不

足则改用迫击炮充实。 步兵营配备 １ 个机关枪连，装备重机枪 ６ 挺。 步兵连下辖步兵排有专门的

轻机枪班，全连共轻机枪 ６ 挺。 此外，师属炮兵营下设 ３ 个炮兵连，按照平原和山地作战的不同需

求分为野战炮兵连和山炮兵连，每连均装备 ４ 门火炮。⑥

兵工署认为，国军军备建设的先决问题“一为编制，一为制式武器，编制不决，不知所需数量，
制式不定，无由计划补充”。⑦ 新编制既已推出，唯有制式武器尚未确定，因此兵工署于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３ 日主持召开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并邀请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参谋本部、陆军大学、炮兵

学校、中央军官学校、军械司和顾问处参会，共同商定陆军制式武器。 会议开始前，兵工署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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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章的代表有鲁《法国步兵团之装备》，南京《军事杂志》第 １２ 期，１９２９ 年 ７ 月，第 １２６ 页；赵秉衡：《步兵战斗之趋势

及欧战间炮兵发达之概要》，南京《军事杂志》第 １４ 期，１９２９ 年 ８ 月，第 １４８—１５５ 页；徐杰：《法军步兵武装最近之问题》，南京《军

事杂志》第 １９ 期，１９３０ 年 １ 月，第 １３４—１３６ 页。 《兵工杂志》刊载的照片则包括法国哈奇开斯轻机枪、法国施耐德（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７５
毫米野战炮、法国布朗德 ８１ 毫米迫击炮及炮弹、哈奇开斯重机枪、哈奇开斯高射机枪、哈奇开斯航空机枪、施耐德 １０５ 毫米加农炮、
施耐德 １５５ 毫米榴弹炮和施耐德 ５２０ 毫米列车炮，可参见《兵工杂志》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３０ 年），《兵工杂志》第 １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１
年）和《兵工杂志》第 ２ 卷第 １ 期（１９３２ 年）正文前的图片页。

军政部兵工署编：《制式兵器会议录》，军政部兵工署 １９３２ 年版，第 ２４—２６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４５—４７、１６—１７ 页。
《陆军师暂行编制表》（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０２ ／ ０００６６ ／ ００２。
《陆军沿革史草案》（１９３９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５７５ ／ ０３９。
《陆军师暂行编制表》（１９３２ 年 ４ 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０２ ／ ０００６６ ／ ００２。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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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 年来所整理的制式武器意见汇集成提案，提前发给与会代表。 这一提案基本上继承了李待琛

在《规定制式兵器刍议》中所提出的选型原则和对法制武器的推崇。 以枪械为例，除建议制式步枪

为德国毛瑟 １９２４ 式外，轻机枪为法国哈奇开斯 １９２２ 式，重机枪为哈奇开斯 １９３０ 式，高射机枪也为

哈奇开斯出品。① 火炮则多为法国施耐德和布朗德公司所产。
主管国军步兵军官养成和步兵教育的步兵学校虽未派员参会，但也提交了一份简要提案，代表

军中对制式武器的另一种主张。 该校认为国军制式武器“须以理想为前提，以事实为基准”，除少

数国内不能制造的武器必须向外购买外，其余在性能尚可的前提下，均应采用国内兵工厂现有产

品，甚至主张以汉阳式这款诞生于 １９ 世纪末的“国造老兵”继续充当国军的制式步枪。② 这种以国

产为主的观点并非步兵学校一方所持。 以步兵学校提案较少涉及的火炮为例，虽然兵工署在提案

正文中明确指出国内火炮性能落后，建议在国外新式火炮中做选择，但集合军中各部门意见的《拟
采制式火炮一览表》却仍为各类制式火炮提供了国产备选型号。③

而作为外方军事代表的顾问处则持另一种观点。 德国军事总顾问魏采尔（Ｇｅｏｒｇ Ｗｅｔｚｅｌｌ，亦译

为“佛采尔”）亲自出席会议，此人于 １９３０ 年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是中德两国官方军事合作关系

的奠基人。 他不满中国自产武器的低劣性能，对德国武器却有着充足的信心。 早在 １９３１ 年，他就

批评中国兵工厂所造枪炮用材不良，性能低劣，完全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建议国军从速设立

师属山炮营和独立重炮团，所配备火炮均采用博福斯公司（ＡＢ Ｂｏｆｏｒｓ）出品。④ 博福斯为瑞典兵工

企业，表面上似与德国无关，实际却是由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Ｋｒｕｐｐ）幕后操纵，为其重辟海外军

火市场的马前卒。⑤
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共持续一周，分 １４ 场分会，各分会先由兵工署宣读该署意见，经各部门讨

论后，通过集体表决确定结果。 自会议第三日起，兵工署署长洪中因事缺席会议，会议主席之责由

设计科科长李待琛代行至会议结束。 会议第一天开幕式上，兵工署宣读制式选定的原则性意见，主
要内容可概括为：第一，采用符合现代军事发展趋势的最新式武器；第二，适合中国国情；第三，可能

范围内，步枪采用德国毛瑟系统（Ｍａｕｓ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轻、重机枪则属同一系统，步、机枪共用同种弹

药；第四，火炮采用适用口径，追求机动性和轻量化，在可能范围内，做到主要部件的划一。⑥
会议期间，制式步枪的选定最为顺利。 兵工署在提案中推荐以德国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作为制

式，认为该枪口径 ７􀆰 ９ 毫米，为中国军队一直以来惯用口径，于训练和补充都较为便利，所用毛瑟尖

弹（７􀆰 ９２ × ５７ｍｍ Ｍａｕｓｅｒ Ｓ Ｐａｔｒｏｎｅ），较日本 ６􀆰 ５ 毫米步枪弹初速高、威力大。⑦ 此外，该枪与国产汉

阳式和元年式步枪结构相近，各枪厂只需适当改进生产设备即可量产，向德国采购也较为方便，是
主张国产的代表和德国顾问都可以接受的结果。 因此，除训练总监部提出应对刺刀和准星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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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部兵工署规定制式兵器之意见》（１９３２ 年 ５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本部档案，７６７ ／ ２０６８ ／ １２６。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８７ 页。
《军政部兵工署规定制式兵器之意见》（１９３２ 年 ５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谋本部档案，７６７ ／ ２０６８ ／ １２７。
《（佛采尔）总顾问对改革陆军及改良兵工厂意见》（１９３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１１０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４ ／ ０１０。
一战后，为绕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克虏伯开始注资控制博福斯，到 １９２７ 年，已掌握 １ ／ ３ 的股份，由其继承克虏伯的火

炮业务。 参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ａｍｅｓ，Ｋｒｕｐｐ：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ｉｒｍ（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ｐ􀆰 １５２。 国军

在为新购博福斯山炮撰写的使用说明上，也明确指出“此炮为德所制”。 参见朵含章、保存勋编著《最新卜福斯山炮的说明与操

作》，军用图书社 １９３７ 年版，第 １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９２ 页。
会议认为，６􀆰 ５ 毫米作为步枪口径尚可，但作为机枪口径威力明显不足，不宜作为步、机枪通用口径。 参见《制式兵器会议

录》，第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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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作改进外，代表们再无异议，制式步枪的型号得以顺利确定。①

但会议的和谐气氛很快被打破。 围绕制式机枪的选型问题，以兵工署为首的中方代表与顾问

处展开激烈争论。 兵工署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机枪气冷化②和采用哈奇开斯机枪系统。 兵工署认

为国军“预想战场”在中国北方平原地区，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气冷式机枪的机动性和战场

环境适应力明显优于水冷式机枪，而法国哈奇开斯公司生产各型机枪经过实枪测试，被证明是最佳

选择，本着机枪系统划一的原则，国军制式轻、重、高射机枪均应采用哈奇开斯出品。 魏采尔则针锋

相对，不仅质疑哈奇开斯各型机枪的实际性能， 趁机推销瑞士苏罗通公司 （ Ｗａｆｆｅｎｆａｂｒｉｋ
Ｓｏｌｏｔｈｕｒｎ）③生产的新式轻机枪和小口径高射炮，还从实战经验、作战需求和生产基础等角度，重点

批驳兵工署的机枪气冷论。 兵工署、训练总监部和中央军官学校代表亦对德方观点进行反驳，双方

遂陷入激烈辩论。 在兵工署的主持下，这显然不是一场公平的辩论，一旦争论陷入胶着，兵工署便

会以时间有限为由催促代表表决。 最终，顾问的反驳被视为“建议”，兵工署的提案均获“无异议通

过”。 除机枪外，中德双方在制式手枪的选择上也存在分歧，兵工署提议以美国柯尔特（Ｃｏｌｔ）１１􀆰 ４３
毫米手枪为制式，魏采尔则力推德制 ７􀆰 ６３ 毫米自动手枪，最后结果同样是兵工署提案“无异议通

过”。④ 眼见无力左右会议决定，魏采尔自第 ５ 日起便不再出席讨论会。
顾问处退出讨论后，一些代表对兵工署的提案提出质疑，但兵工署仍牢牢把握着会议的节奏。

军事委员会代表邹镇澜认为兵工署提案建议的百禄 ４４ 毫米步兵平射炮为国外新式产品，国内尚不

具备仿制的技术条件，建议采用汉阳兵工厂所产的旧式 ３７ 毫米平射炮。 留法出身，时任炮兵学校

编译官的谢承瑞则提出以性能较好，且兼具防空能力的法国哈奇开斯 ２５ 毫米机关炮作为制式步兵

平射炮，该炮性能优于汉阳造 ３７ 毫米平射炮，不仅具备穿甲能力，还可防空。 这一提议虽与兵工署

提案不符，但获得李待琛的赞同。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以该型机关炮作为制式步兵平射炮。 制式步

兵曲射炮的选定则十分顺利，兵工署已成功仿制斯托克斯 － 布朗德 ８１ 毫米轻迫击炮，代表们均同

意以该炮作为制式。 之后兵工署建议以布朗德 １５０ 毫米迫击炮作为制式重迫击炮，指出该炮实为

８１ 毫米轻迫击炮的放大版，仿制较为便利。 该提案也获得会议代表一致通过。⑤

前述关于步兵武器的讨论耗时过长，当会议开始讨论更加复杂的炮兵制式武器时，会议仅余 ２
天。 从会议记录看，最后 ２ 天代表们基本围绕国外新式火炮的纸面参数进行理论探讨。 从武器设

计角度来讲，火炮在机动力和火力上不能兼得，通常要根据作战需求在两者中做出取舍。 师属炮兵

所用山炮、野战炮和轻榴弹炮，既需要跟随步兵长途行军，又需要在战斗中不断更换炮位，因此机动

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会议代表普遍认为，师属炮兵用火炮多为马匹牵引或驮载，中国马政落后，马
匹运载能力差，国内又多复杂崎岖地形，因此主张选择以质量轻、机动力强为卖点的法国施耐德公

司产品作为上述炮种的制式。⑥ 野战重炮方面，谢承瑞的观点起到重要作用。 他是一名激进的炮

兵机械化论者，甚至撰文主张国军炮兵应完全机械化。⑦ 他在会中提出重榴弹炮以射程和威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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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９４—９７ 页。
机枪射击猛烈，急剧升温的枪管需要冷却。 冷却方式分为气冷和水冷两种，总体而言，水冷冷却性能好，但对环境的适应

力不如气冷。
该公司实为德国莱茵金属公司（Ｒｈｅｉｎｍｅｔａｌ）幕后控制，代为生产和销售军火。 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德国国防部通知德国

外交部，称莱茵金属公司计划为国民政府举办一个武器展览，参展武器全部以苏罗通公司的名义运往中国。 参见郭恒钰、罗梅君

主编，许琳菲、孙善豪译《德国外交档案———１９２８—１９３８ 年之中德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５９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９７—１１５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１１８—１２４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１２６—１３２ 页。
谢承瑞：《炮兵机械化之研究》，南京《军事杂志》第 ６２ 期，１９３４ 年 ２ 月，第 ７８—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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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有机械牵引的条件下，不必过多为机动力担忧。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多数会议代表的认可，因
此代表们最终决定以射程较远、威力较强的施耐德 １５５ 毫米重榴弹炮作为制式重榴弹炮，以辽拟造

１９ 式 １０５ 毫米加农炮（原计划由东三省兵工厂出产）作为制式重加农炮。① 至此，历时一周的制式

兵器会议宣告结束，共确定 １７ 类 １９ 种（步兵榴弹炮和高射炮均暂定两种制式）制式武器，选型情

况如表 ２。

表 ２　 制式兵器会议规定之制式兵器一览表（１９３２ 年 ６ 月）

类别 型号 国别

步枪 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 德国

轻机关枪 哈奇开斯 １９３１ 式轻机关枪 法国

重机关枪 哈奇开斯 １９３０ 式重机关枪 法国

手枪 柯尔特 １１ 毫米手枪 美国

高射机关枪 哈奇开斯 １３􀆰 ２ 毫米高射机枪 法国

步兵平射炮 博福斯式 ４７ 毫米步兵平射炮 瑞典

轻迫击炮 布朗德 １９３０ 式 ８１ 毫米迫击炮 法国

重迫击炮 新式 １５０ 毫米重迫击炮 法国

步兵榴弹炮
施耐德 ７５ 毫米轻便山炮 法国

博福斯 ７５ 毫米轻便山炮 瑞典

山炮 博福斯 ７５ 毫米山炮 瑞典

野战炮 施耐德 Ｂ 式 ７５ 毫米野战炮 法国

山地榴弹炮 施耐德 １０５ 毫米山地榴弹炮 法国

轻榴弹炮 施耐德 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 法国

高射炮
维克斯 ７５ 毫米高射炮 英国

施耐德 ７５ 毫米高射炮 法国

小口径高射炮 哈奇开斯 ２５ 毫米高射炮 法国

重野战炮 辽拟造 １９ 式 １０５ 毫米加农炮 国产（仿奥地利）

重榴弹炮 施耐德 １５５ 毫米重榴弹炮 法国

　 　 资料来源：《制式兵器会议规定之制式兵器一览表、审查报告》 （１９３２ 年 ６ 月），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７４２ ／ ００００ ／ １４９ ／ ０００。

表 ２ 所列武器，除布朗德 ８１ 毫米迫击炮和辽拟造 １９ 式 １０５ 毫米加农炮外，其余武器国内既未

大量引进，亦无仿制基础。 不过对于兵工署而言，这正好是全面革新国内兵工业的契机。 九一八事

变后，东三省兵工厂落入日寇之手，“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兵工厂又被迫停工，中国兵工业屡

遭重创。 为重振兵工生产，调整兵工布局，１９３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军政部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由兵工署

会同陆军署军务司和军械司，详细拟定新兵工厂建设计划。② 兵工署接到命令后，于当月完成草

０１

①
②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１３５—１３６ 页。
《陆军署、兵工署报送新兵工厂计划书及议事记录给军政部呈文稿》（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第 ３ 辑，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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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计划对上海兵工厂实施搬迁，将该厂生产设备迁至汉阳和金陵等厂，并打算接收太原兵工厂，同
时增加在巩县和汉阳兵工厂的投入，逐步实现兵工业布局的整体内移。① 产品方面，兵工署计划全

面转产，以汉阳兵工厂和巩县兵工厂筹造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以金陵兵工厂研究仿制哈奇开斯式轻

机枪，以转入金陵兵工厂的原上海兵工厂机枪厂生产哈奇开斯式重机枪，再以金陵兵工厂生产新式

８１ 毫米迫击炮。② 上述转产武器，均是两个月后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所确定的制式型号。 除整理旧

厂外，兵工署还计划建设新的兵器制造厂和兵工材料厂，以实现原料自足和生产独立。 计划新厂建成

后，能于五年内实现国军兵器自给，并确保每年充实五个陆军师所需的武器弹药，预计其产能如表 ３。

表 ３　 新兵工厂各制造厂之制造能力

制造厂别 制品种类 制造能力 备考

制炮厂

７５ 毫米山炮、野战炮

７５ 毫米高射炮

５０ 毫米高射炮

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

１０５ 毫米重野战炮

１５０ 毫米重榴弹炮

各种瞄准镜

望远镜测远镜

１０—１５ 门 ／每月

１􀆰 ３ 门 ／每月

１􀆰 ３ 门 ／每月

４ 门 ／每月

２􀆰 ５ 门 ／每月

２􀆰 ５ 门 ／每月

每年建设五师需要数量

分轻炮、重炮、精器 ３ 部分

炮弹厂

４７—５０ 毫米炮弹

７５ 毫米炮弹

１０５ 毫米炮弹

１５０ 毫米炮弹

６８０ 发 ／每日

８３ 发 ／每日

４０４ 发 ／每日

９６ 发 ／每日

分压机、车工、火具 ３ 部分

枪弹厂 ７􀆰 ９ 毫米枪弹 ３５ 万发 ／每日

制药厂

无烟药

梯恩梯

特屈利

雷汞

窒化铅

２０００ 公斤 ／每日

４０００ 公斤 ／每日

３５０ 公斤 ／每日

１０ 公斤 ／每日

１０ 公斤 ／每日

分无烟药、炸药、传爆药、
起爆剂 ４ 部分

制酸厂

发烟硫酸

浓硝酸

酒精

以脱

６１０００ 公斤 ／每日

２００００ 公斤 ／每日

４４００ 公斤 ／每日

２０００ 公斤 ／每日

分硫酸、硝酸、酒精、以脱

４ 部分

１１

①

②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１９３２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７８７ ／ ２２１２ ／ ０９２。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１９３２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７８７ ／ ２２１２ ／ ０８９ －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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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制造厂别 制品种类 制造能力 备考

炼钢厂

枪管钢

炮身钢

炮弹钢

工具钢

７００ 公吨 ／每月
设 ２０ 吨平炉 １ 座，５ 吨与

１ 吨电炉各 １ 座

炼铜厂 ９９􀆰 ９ 电气铜 １５ 公吨 ／每日

　 　 资料来源：《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１９３２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

档案，７８７ ／ ２２１２ ／ １０４。

由表 ３ 可知，在兵工署的规划中，新兵器制造厂主要由制炮厂、炮弹厂和枪弹厂组成，承担国

军所用野战炮、山炮、高射炮、轻榴弹炮、重野战炮、重榴弹炮和枪炮弹药的生产。 出于交通便利

和位置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兵工署打算将新兵工厂设在湖南株洲，生产设备全从国外引进，据估

算约需 １３００ 万美元，加上建筑和设置机器费用，建设费用共计 １６３４９５００ 美元。①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兵工署与陆军署军务司和军械司就新兵工厂建设计划召开会议。 经过讨论，计划获一致通过，
随即上呈军政部。② 军政部审核完毕后，将计划书上呈蒋介石。 蒋介石阅后始觉计划过于空洞，但
考虑到可分期进行，反觉计划不难实施。③ ７ 月 ２５ 日，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新兵工厂建

设计划列入军政部 １９３３ 年度预算，并要求以 ５ 年内兵工厂出品及外购枪炮，满足 １０ 个新编陆军师

所需。④

虽然新兵工厂建设计划获准实施，但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的决议却未获军政部通过。 军政部

认为，选定制式武器，应当先根据本国国防需要确定武器的具体参数，再研究试验上的可能性，并参

照国力、人力、战力、机械力、交通设备和世界趋势选定制式，尤应以能自造或仿造为标准。 批评第

一次制式兵器会议“以技术家为主体，以原造兵国之战术诸元为合同，殊非研究制式兵器之次

序”。⑤ 客观来讲，兵工署此前通过实地测试，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等步兵主战武器的研究上取得

了一定成绩。 但与之相比，对炮兵所用中、重型制式火炮的研究尚处在数据对比论证阶段。 李待琛

在会议中也承认：“本署对于许多新式火炮，因种种困难，皆未曾一一试验比较，仅凭数字比较，自
有几分冒险。”⑥

此外，由于兵工署的意见占主导，会议结果明显带有陆军法械化的意味。 枪械方面，除步枪和

手枪外，各类机枪均采用法国哈奇开斯公司的产品。 火炮方面，１２ 种火炮类别，法国产品即占 ９
种。 诚然，军火禁运解除后，法国军火商在武器推销上十分积极，国民政府一度也对法国武器抱有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１９３２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７８７ ／ ２２１２ ／ １１０ － １１８。

《陆军署、兵工署报送新兵工厂计划书及议事记录给军政部呈文稿》（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第 ３ 辑，第 ９０ 页。

吴淑凤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１５），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４２ 页。
《兵工署报送国防兵工五年建设计划预算书给军政部呈文稿》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９１ 页。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召开兵器制式讨论会议训令》（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６１ 页。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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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① 在此背景下，兵工署拟定新兵工厂建设计划，明确打算筹造法式武器，为国军武器法械化

确立生产基础。 然而，当时正与国民政府展开密切军事合作的，却是法国的宿敌———德国，德国在

军事合作领域明显具有排他性。 例如之前所述，中德参会代表在会上的激烈争论正是围绕哈奇开

斯公司出品的各型机枪展开的，体现出德国顾问对陆军法械化的抵制态度。 兵工署虽然在论战中

得到中方代表的一致支持，却无法改变国军现代化建设依赖德国的局面。 即使会议决议获得军政

部通过，在中德军事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决议所力推的陆军法械化也难逃流产的命运。

二、 仿制工作奠定生产基础

国军选定陆军制式武器的实质，是选取合适的国外武器加以仿制，使之成为能够自产自足的国

产武器。 武器关乎作战、编制、训练和后勤等诸多方面，根据不同国情、军情，各国军队在制式武器

上均有自身特色。 因此，采用一国武器，必在军队建设上向该国靠拢，这就需要与其展开全方位的

军事合作。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国民政府正在与德国展开广泛的军事合作，而德国对国军的武器仿制

工作也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
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表面上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实际上却通

过和约漏洞，不断对华输送军火，在列强军火禁运时期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火来源国。② １９２８ 年

夏，德国退伍军官鲍尔（Ｍａｘ Ｂａｕｅｒ）率一个 ２６ 人的非官方顾问团来华③，国民政府则于同年 ９ 月在

驻柏林大使馆设立商务办事处，成员包括俞大维、谭伯羽、王律克（Ｗａｕｒｉｃｋ）和鲍尔的长子小鲍尔

（Ｅｒｎｓｔ Ｂａｕｅｒ），专门负责采购德国军火。④ 国民政府就此与德国建立起非正式的军事合作关系。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魏采尔开始担任军事总顾问，德国国防部以他作为中间人，与国民政府建立起官方联

系，使中德军贸关系进一步推进。 据德国官方统计，仅 １９３１ 年，德国对华输出武器就达 １２００ 万

马克。⑤

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暴露出兵工署在制式武器选定问题上与德国顾问存在较大分歧。 进一步

来说，兵工署力推的陆军法械化，将严重威胁德国在华的军贸地位。 考虑到中德军事合作很大程度

上维系于两国间的军火贸易，军政部对兵工署进行了人事调整。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军政部次长

陈仪举荐下，俞大维就任兵工署署长。 １９２８ 年起，俞大维便领导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办事处，为
国民政府采购德国武器装备，与德国国防部和各兵工企业关系密切。 魏采尔对这一任命十分满意，
表示愿派兵工顾问劳斯基（Ｌａｗｓｋｙ）协助俞大维的工作。⑥ 俞大维就任后，重用具有留德背景的杨

继曾、胡霨、江杓、庄权和丁天雄等人，并于 １９３４ 年底亲自兼任技术司⑦司长，以便在技术研发领域

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蒋介石电令宋子文从速订购法国迫击炮，指示其先付国币 １００ 余万元，再分 １８ 个月付清余款。 参见

《蒋中正电令宋子文速定法国迫击炮指示付款办法日本炮弹亦需照购》（１９３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５５ ／ ０７０。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军火的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４４—１４６ 页。
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钱乘旦校：《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５９ 页。
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进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２３ 期下，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第 １４０ 页。
ＰＡ，Ｐｏｌ􀆰 Ａｂｔ􀆰 ＩＶ， Ｐｏ􀆰 １３ Ｃｈｉ ／ Ｊａ ａｄｈ􀆰 Ｗａｆｆｅｎ， Ｂｄ􀆰 Ｉ􀆰 Ａｕｆｚｅｉｃｈｎｕｎｇ ｖｏｍ 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 １９３３􀆰 转引自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

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进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２３ 期下，１９９４ 年 ６ 月，第 １４５ 页。
Ｅｂｅｎｄａ， Ｍｓｇ １６０ ／ ４， Ｂｅｒｉｃｈｔ Ｗｅｔｚｅｌｌ ａｎ Ｂｒｉｎｃｋｍａｎｎ ｖｏｍ２４􀆰 Ｊａｎｕａｒ １９３３􀆰 转引自马文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

关系的进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２３ 期下，１９９４ 年 ６ 月，第 １４４ 页。
１９３３ 年１０ 月９ 日，国民政府颁布《兵工署组织条例》。 根据该条例，兵工署设置本部、资源司、行政司和技术司。 参见《兵

工署组织条例》（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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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方沟通。① 而力推陆军制式武器法械化的原设计科科长李待琛，则先被调任资源司任司长，后
兼任兵工学校校长，资源司并入资源委员会后仅保留兵工学校校长一职，专事兵工教学。 从此，陆
军法械化的主张在兵工署内部影响渐微。

与此同时，德国政局也发生剧变。 １９３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同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德国退出国联和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走上扩军备战之路。 到 １９３５ 年，德国军费支出在财政总支

出占比从 １９３２ 年的 ２％增长到 １７％ ，外贸进口也开始以军需原料为主。② 同时，希特勒推行反共

政策，上台后便终止德国国防部与苏联的秘密军事合作。 作为苏联的替代国，中国在德国军事合作

伙伴中的地位更显突出。③ 德国国防部既希望在中国试验各型新式武器，又垂涎中国丰富的战略

矿产资源；德国各兵工企业和军火代理商则需要扩大对华贸易，以抵消经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 因

此，德国国内形成了根基深厚的利益集团，共同推动对华军事贸易的发展。
讽刺的是，奠定中德官方军事合作关系的魏采尔反成阻碍。 虽然他积极推销冠以“苏罗通”和

“博福斯”之名的德国武器，但也时常绕开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办事处，直接通过在上海的各国

洋行购办军火，还自称在武器选择上“毫无偏见”。 因此，德国军、经两界认为他并没有在中德军火

贸易中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④ 此外，因军事指挥问题，魏采尔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同军政

部也不和睦。⑤ 基于上述缘故，中德两国政府均打算撤换魏采尔。 １９３３ 年，国民政府邀请“德国国

防军之父”塞克特（Ｈａｎｓ􀆰 ｖｏｎ􀆰 Ｓｅｅｃｋｔ）访华。 塞克特在短暂访问后，撰写一份军事备忘录呈交蒋介

石，其中对中国军队的落后现状和整改意见均有扼要论述，令蒋颇感钦佩。 １９３４ 年 ４ 月，塞克特接

替魏采尔就任总顾问一职。 他深谙顾问之道，提出精要建议之外，从不指责蒋介石的执政和治军方

式，故与蒋介石关系较为融洽。⑥ 他在任内一举扭转德国军事顾问团同国民政府矛盾加深的窘境，
也使中德军火贸易发生新的变化。

魏采尔任职期间，德国兵工企业主要通过德国在华洋行作为代理商销售军火，既产生大量代理

费用，不利于商业竞争，又难以受德国军方操控。 塞克特就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后，将德国对华军火

销售全权委托给其信赖的德国商人汉斯·克兰（Ｈａｎｓ Ｋｌｅｉｎ）办理，由其出资成立工业产品贸易股

份有限公司（Ｈａｎｄｅｋ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ｆü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 Ｐｒｏｄｕｋｔｅ），简称“合步楼”（ＨＡＰＲＯ），在德国国防部

的幕后操纵下通过易货贸易⑦的形式，对华销售武器弹药和兵工设备。⑧ 据该公司统计，自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与国民政府签订《中国农产品与德国工业品易货贸易合同》，到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中德军火贸易终

止，总计对华输送军火 ３􀆰 ８９ 亿马克。⑨ 除以合步楼垄断中德军火贸易外，塞克特还意图将国民政

府分散在财政部、兵工署和陆军署军械司的军火外购之权集中于兵工署之手。 此外，他建议每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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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国维：《抗战前国民政府兵工署的组织与人事（１９２８ ～ １９３７）》，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８—１１９ 页。
马振犊：《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民国档案》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第 ７７ 页。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１２１ 页。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１２６ 页。
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五）》，台北《传记文学》第 ２５ 卷第 ３ 期，１９７４ 年 ９ 月，第

９６—９７、１００—１０２ 页。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１２７—１３４ 页。
中德易货贸易，主要是以德国军火和机器设备换取中国钨、锑等矿产。 之所以采取这种贸易形式，除两国在军事资源上

存在互补关系外，还在于双方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 参见马振犊、戚如高《友乎？ 敌乎？ 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２１９—２２４ 页。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１３５ 页。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 敌乎？ 德国与中国抗战》，第 ３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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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交易的必要性都必须由兵工署和总顾问共同定夺。① 塞克特的鼎力支持使兵工署成为中德军火

贸易的核心操办者，利于其发展同德国军方的合作关系。 值此良机，兵工署凭借德方助力，率先在

枪械仿制上取得突破。
德国军事顾问对国造枪械的评价一向不佳。 １９３３ 年初，魏采尔向蒋介石直陈国造枪械完全不

能满足国军需要，并以国造重机枪为例，指出其缺点甚多，不仅构造不合射击飞机的要求，也不能和

他国机枪一样做间接射击。② 同年应邀来访的塞克特也持类似观点，在呈送蒋介石的备忘录中，他
认为中国兵工厂所产的武器有 ７５％— ９０％不合现代军队的需要，同时指出这些劣质武器会降低士

兵对军事领导人的信任和尊重。③ 受德国顾问的影响，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蒋介石电示军政部次长

陈仪和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令兵工署于半年内停止步枪和机枪生产，转而全部外购。④ 步枪和机枪

为国军陆军基本武器，亦为兵工署所辖各厂主要产品，如果停工，将严重影响国军的武器整备和兵

工自主。 因此，兵工署积极与德国军方接洽，希望借助德方的技术支持提升国内枪械的生产水平。
国造枪械质量低劣，从生产角度讲，与国内兵工厂落后的仿制方式直接相关。 西方兵工厂有完

备的生产流水线，武器各部件均按照工作图样进行标准化生产，并有检验样板作为校正工具。 而中

国虽自洋务运动起便开始仿制西方近代枪炮，但不重视工作图样和检验样板的引进，基本采取按武

器样品逆向绘出工作图样的方法进行仿制。⑤ 之后若发现仿制品存在问题，则另购他厂同类样品，
按照实物制成图样后再做改进。 例如民初沪造四年式步枪，便是结合德国毛瑟 １９０３ 式、日本 ３８ 式

和民国元年式 ３ 种步枪的设计逐次改良而成。⑥ 如此仿制改良，受工匠素质、测绘精度和样品质量

等因素的影响甚大，导致不同工厂所仿同一原型的武器，零件不可互换，弹药不可共用，甚至一厂出

品，随着不断改进，与原品差异也越来越大。 加之工厂设备日益老化，技术人员不断流失，且没有标

准的检验样板校正，仿制品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 有鉴于此，兵工署格外重视在仿制过程中引进工

作图样和检验样板，意图从技术门槛较低的枪械生产入手，将标准化引入兵工生产中。
１９３４ 年，财政部向德国毛瑟公司订购 １ 万支步枪，兵工署技术司呈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向该公

司索取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的工作图样（附料表和检验样板对板图）及检验样板一副。 但货品抵达

后，技术司发现毛瑟公司提供的样板和图样均存在问题，于是直接与德国兵工署交涉，由其提供一

套工作图及检验样板图，同时向样板厂家订购一套标准检验样板用于校正。⑦ 兵工署所辖各厂中，
汉阳兵工厂虽出产汉阳式步枪，但该枪原型为德国 １８８８ 式委员会步枪，后结合多种步枪设计进行

改造，与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差别较大，而巩县兵工厂所造巩造步枪，构造与毛瑟 １９２４ 式更为接近。
因此，兵工署将仿制任务交给巩县兵工厂完成。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仿制工作基本完成，俞大维特别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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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ｈｅｎｄａ， Ｖｏｒｓｃｈｌａｇ Ｓｅｅｃｋｔ ａｎ Ｙｕ Ｄａｖｉ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Ｋｒｉｅｇ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ｓ ／ Ｗａｆｆｎａｍｔ ｖｏｍ ２２􀆰 Ｍａｉ １９３４， 转引自马文

英《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德军火贸易关系的进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２３ 期下，１９９４ 年 ６ 月，第 １５１ 页。
《佛采尔顾问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两件》（１９３３ 年 ２ 月—５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 ５ 辑第 １ 编，“外交”（２），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１８５ 页。
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第 １３２ 页。
《蒋中正电示陈仪等步枪与机枪半年内全部停造以积余款向外购办》（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

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９４ ／ ０２２。
例如 １８９１ 年江南制造局试制速射步枪，就先购进奥匈帝国产曼利夏（Ｍａｎｎｌｉｃｈｅｒ）步枪 １ 支，详细考察后，再由工匠按照

部件绘制图样，继而依照图样制造样枪数支。 参见《刘麒祥呈江南制造局造成新快利枪之禀文并刘坤一李鸿章之批文》 （１８９１
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１ 辑，第 ５１５ 页。

《蒋廷梓关于在南苑试验沪造枪炮情形致兵工署办呈》（１９１５ 年 ５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编委会编：《中国近

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２ 辑，兵器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技术司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摘要》（１９３５ 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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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可否将该枪命名为“中正式”以做纪念，获蒋批准。① 重机枪方面，当时兵工署所辖各厂，金
陵兵工厂可造马克沁式水冷重机枪，汉阳兵工厂可造三十节式水冷重机枪②，但均没有准确的工作

图样和检验样板。 三十节式重机枪系仿造美国勃朗宁（Ｂｒｏｗｎｉｎｇ）Ｍ１９１７ 式重机枪，美国勃朗宁公

司和比利时 ＦＮ 兵工厂（Ｆａｂｒ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 Ｈｅｒｓｔａｌ）均有该枪的生产专利，兵工署曾试图向二者

索取全套工作图样，但毫无结果。 恰逢此时，德国兵工署主动赠送德制 ＭＧ －０８ 式马克沁重机枪的

工作图样，兵工署遂将图样送交金陵兵工厂仿造改良，使其产品逐渐达到德国原产的水准。③ １９３５
年，仿制工作完成，仿制品被定名为二十四年式重机枪。 该枪射击精确，并附有纵深射击和高射所

需设备，不再有德国顾问指责之弊病，被兵工署称赞为“我国自制兵器中最精良之一种也”。④

除引入标准化生产外，上述仿制工作的另一突出影响是确立毛瑟尖弹在未来国军步兵弹药中

的核心地位。 毛瑟尖弹是德国毛瑟公司出品的步、机枪通用子弹，得名于其尖锐的弹头。 兵工署仿

造的中正式步枪和二十四年式重机枪均使用该型子弹，全面装备国军后可大大缓解部队的后勤压

力。 作战性能上，毛瑟尖弹与汉阳式步枪所用 Ｍ ／ ８８ 式 ７􀆰 ９２ 毫米步枪弹（弹头较圆钝，故当时又被

称为“圆弹”）相比，质量要轻 ４􀆰 ７ 克，子弹初速却高出 ２１０ 米 ／秒，加上尖锐弹头减少了子弹飞行时

所受的空气阻力，因而穿透力和杀伤力均优于后者，与日军所用 ６􀆰 ５ 毫米有坂步枪弹相比，性能亦

占优。⑤ 毛瑟尖弹的另一大优势是使用国家较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等国都以毛瑟尖弹

作为陆军制式步、机枪弹，即便国内产量不足，也可以通过外购补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缓解前线

武器弹药不足，国民政府大量购买国外军火。 据俞大维上呈蒋介石的外购械弹统计表，１９３７ 年至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国民政府共从海外购买 ８２５５５００００ 发步、机枪弹，其中 ７０３５５００００ 发为毛瑟尖弹及衍

生型号，生产国包括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英国。⑥

为实现子弹自产，兵工署要求德国兵工署赠送毛瑟尖弹全套工作图样及检验规格，同时向德国

厂家购买检验样板，之后分发给金陵、汉阳和济南兵工厂参照改正。 经过改正后的子弹，外表光洁、
尺寸准确、射击时不易发生故障。 此外，重机枪根据不同任务，需要制式子弹的衍生品种如重尖弹、
钢芯弹和钢芯曳光弹等。 生产上述子弹所需的工作图样和样板，兵工署技术司也于 １９３４ 年全部购

置完毕。 国军装备数量最多的汉阳式步枪不能使用毛瑟尖弹，作为过渡方案，兵工署向生产汉阳式

原型的德国厂商索取设计原图，专门对其枪管设计进行更改，使之可以使用毛瑟尖弹。⑦

虽然上述德方的援助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从兵器技术角度来看，这些援助尚无法让国产枪械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所谓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是毛瑟 １８９８ 式步枪在一战后“步骑枪划一”潮流下改

进而成的产物；ＭＧ －０８ 式重机枪则是一战前马克沁重机枪在德国的特许生产型号；至于上述枪械

共用的毛瑟尖弹，其诞生可追溯到 １９０３ 年，装备国家遍布世界各地。 除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带有一点

战后“新潮”，其余不过是一战前水准。 因为这些武器弹药在技术上已无保密必要，所以德国军方

才会“慷慨”相授。 而对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各型火炮，作为德国官方代理人的合步楼虽在成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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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电蒋中正请准将九八式所改之二十四年式步枪定名为中正式以资纪念及蒋中正复电准以中正为名》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４３ ／ ０７４。

该枪于 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仿制成功，恰好为民国 １０ 年的“双十节”，故命名为“三十节”以作纪念。 参见《中国近代兵器

工业》，第 ９ 页。
《制造司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摘要》（１９３５ 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４１ 页。
《四年来兵工整理经过报告》（１９３７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３７ ／ ００７。
《制式兵器会议录》，第 １０—１１ 页。
《俞大维呈蒋中正向海外订购械弹一览表》（１９３８ 年 ２ 月—８ 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０２ ／

０００８１ ／ ００４。
《技术司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摘要》（１９３５ 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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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分积极，却不乐于转让相关制造技术，以致俞大维都指责合步楼所售火炮概无图样。① 不仅如

此，德国军方还直接干涉克虏伯公司与国民政府之间关于建设火炮厂的合作。 国民政府希望借克

虏伯之力完成兵工署所拟定的新兵工厂建设计划，克虏伯亦希望借此机会重返国际军火市场。②

１９３３ 年，双方初步达成合作共识，蒋介石认识到此次合作的关键点在于引进火炮及炮弹生产所需

的图样和样板，打算以兵工署专司合作所涉及的技术和设备问题。③ 然而，从德国军方的利益考

虑，此举会增强中国兵工业的自主性，不利于德国对华军售。 因此，德国兵工署出面干涉，开始称合

作计划不够详细，后借口克虏伯不能生产枪械，之后又称克虏伯方面对中央银行担保一事持异议，
造成合作事宜一再拖延。④

兵工署认识到德国军方在技术领域有所保留，因此在武器仿制上并非完全依赖德方，对捷克

式轻机枪的仿制便是典例。 一战结束后，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原布鲁诺（Ｂｒｎｏ）轻武器兵

工厂的基础上成立捷克国营兵工厂（ ｅｓｋá Ｚｂｒｏｊｏｖｋａ），其代表作 ＺＢ － ２６ 捷克式轻机枪堪称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为出色的轻机枪。 捷克斯洛伐克虽在独立前已有发达的兵工业，但毕竟为新

兴国家，海外军火市场尚待开辟，因此在对外军火推销上不遗余力。 早在列强对华军火禁运时

期，捷克斯洛伐克便热衷于向中国销售武器，虽然英、法等国极力阻挠，但捷克军火仍在中国广泛

销售。⑤ １９２７ 年，国内便开始仿制捷克式轻机枪，各地方兵工厂多有仿制，其中天津大沽造船所

仿造水平最佳。 然而，国内各厂均沿用以样品逆向仿制的方法，致使零件尺寸不够准确，无法

实现部件互换，同时用料也不适宜。 兵工署曾委托财政部在欧洲购买军械之际，向捷克国营兵

工厂索要工作图和样板，但捷方却以财政部订购机枪数量仅 ５０００ 挺为由，只赠送验收样板（仅
为检验样板的一部分）一副，后屡经交涉未果。 无奈之下，兵工署技术司派技术员 ２ 人，工匠 １
人，赴捷克国营兵工厂监造，期间令其留意制造过程。 监造员回国后便着手自行绘制工作图

样，除一部分尺寸参照验收样板规定公差外，其余尺寸皆自行规定，完成图样后交巩县兵工厂

筹备制造。⑥ 捷方得知兵工署仿制成功后，提出如果中方能够再订购一批捷克式轻机枪，则将制造

权无条件转让。⑦

此外，兵工署在迫击炮仿制上亦有所进展。 前述二十年式 ８２ 毫米迫击炮虽于 １９３１ 年仿制成

功，却一度濒临停产。 由于民初国内仿制迫击炮大多为旧式迫击炮，性能低劣，故国军认为迫击炮

纯属应急武器，无法与山炮和野战炮相提并论。 １９３２ 年，参谋本部就兵工厂整理计划致函军政部，
提出根据以往经验，迫击炮的效力和精度不佳，继续制造“有徒耗人员及经费之感”，建议减少迫击

炮产量，改造其他兵器，待未来有需要时再临时改造。⑧ １９３２ 年，兵工署所辖各厂的 ８２ 毫米迫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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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电蒋中正请电孔祥熙商取克兰所售炮之图样及与捷克洽购轻机关枪等文电日报表等三则》（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９ 日），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３ ／ ０５８。

虽然 １９３３ 年克虏伯便恢复对德国国内的军火供应，但由于法令限制，直到 １９３５ 年底，该公司仍不得对外销售军火。 参见

Ｃ􀆰 Ｍ􀆰 Ｌｅｉｔｚ，“Ａｒｍ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ｉｃｈ，１９３３ － １９３９：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Ｋｒｕｐｐ”，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 ５１，
Ｎｏ􀆰 １（１９９８），ｐ􀆰 １３７。

《蒋中正电孔祥熙克罗伯炮厂合同最重要者为炮式标本与炮弹样板对其交涉分技术与价格两项》（１９３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１３ ／ １２３。

《孔祥熙电蒋中正克厂事似以德兵工当局另有成见并称有捷克商愿承办厂事兹以克厂事关系国防甚巨如捷克商可靠而

条件亦优不妨与之商洽》（１９３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１３９ ／ ０９５。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军火的禁运（民国八年 ～ 十八年）》，第 １４２ 页。
《技术司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摘要》（１９３５ 年），《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４７ 页。
《四年来兵工整理经过报告》（１９３７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３７ ／ ００６。
《参谋本部检送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给军政部公函》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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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仅 ５０ 门，１９３３ 年更是降低到 ３０ 门。① 但迫击炮重量轻便，弹道弯曲，适合在南方山区和丘陵

地带作战，且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合大量生产。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应蒋介石要求，俞大维与魏采尔就

迫击炮性能优劣问题展开讨论，双方均认为在中国南方仍有使用迫击炮的必要。 在将商讨结果上

呈蒋介石的电文中，俞大维特别提到金陵兵工厂所产迫击炮已达到法国原产水准，建议加造迫击炮

弹充实库存，获蒋批准。② １９３４ 年，兵工署所辖兵工厂的迫击炮年产量上升到 ２００ 门，炮弹产量则

达到 １５４５００ 颗。③ 金陵兵工厂结合部队反馈，通过反复研究，使二十年式迫击炮在质量上已不亚

于法国原产，而造价仅为法国原产的 １ ／ ７，加上金陵兵工厂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磨炮筒机，采用磨

炮筒的方式制造迫击炮的身管，所制产品精度颇佳。④ 此外，经过修正，国产迫击炮弹的质量也有

所提升。⑤
综上所述，１９３３ 年俞大维就任兵工署署长后，集中力量优先仿制各型步兵武器，其中尤为重视

引入全套的工作图样和检验样板，以实现武器生产的标准化。 为了巩固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兵工署

于 １９３５ 年筹建百水桥研究所，其核心机构为精密研究所，工作职责为样板制造、精确研究和材料研

究。⑥ １９３６ 年，研究所基本落成并投入运作，拥有高级技工 ５０ 余人，设备均选择各国最新产品，主
要负责样板制造，专门制造检验产品用标准样板及工具来供给各兵工厂，精度达十万分之一英寸，
为全国仅有。⑦ 德国虽然在技术合作上有所保留，但在兵工署仿制步枪、重机枪和毛瑟尖弹的过程

中，确实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兵工署也通过自身努力，在轻机枪和迫击炮的仿制上取得一定成果。
上述举措为日后兵工署生产各型制式武器奠定了基础。

三、 步兵武器选型的完成与炮兵武器选型的流产

１９３２ 年，国军接连推出全国兵工整理计划、“廿一年整理师”编制和制式武器选型方案，但制式

武器选型方案未获通过，新兵工厂建设遥遥无期，而旨在大幅度提升国军战斗力的“廿一年整理

师”编制也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得到整理的个别步兵师火力提升十分有限，国军步兵师仍严重缺少

重火力。⑧ 针对这一问题，１９３３ 年初魏采尔向蒋介石建议，应在新编各步兵师中设置师属炮兵团，
内含 １ 个博福斯 ７５ 毫米山炮营、１ 个 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营和 １ 个 １５０ 毫米重榴弹炮连，各炮兵部队

装备同一型号的新式火炮，由统一的兵工厂负责供给。⑨ 受其影响，１９３３ 年 ９ 月，蒋介石电令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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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署各厂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主要械弹出品统计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２５ 页。
《俞大维电蒋中正遵与佛采尔讨论步兵榴弹炮及迫击炮之优劣比较结果认为北方宜用榴弹炮南方仍应采轻便迫击炮等

情》（１９３３ 年 ７ 月 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１０２ ／ ０２２。
《兵工署各厂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主要械弹出品统计表》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２５ 页。
《四年来兵工整理经过报告》（１９３７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３７ ／ ００７。
前述兵工署 １９３３ 年所造迫击炮弹，引信不发率达 ７０％ ，参见《蒋中正电询俞大维为何所发八二迫击炮弹约十分之七不能

发火》（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９５ ／ ０３７。 后经生产改正，到 １９３５ 年，根据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军方抽样试射（６０００ 抽 ６０ 颗）结果，金陵兵工厂 １１ 月所产 ８２ 毫米迫击炮弹，“引信不发者 ６％ ，内瞬发 ２％ ，延期

４％ ”。 而同日抽样检验（１８００ 抽 ３６ 颗）的法国产迫击炮弹，“引信不发者 １８％ ，瞬发 ２％ ，延期 １６％ ”。 参见《关于检验巩造迫击炮

弹致兵工署技术司的公函（附检验报告单）》（１９３５ 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１２０９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百水桥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报告（节选）》（１９３５ 年 ９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１５ 页。
王国强：《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第 ９９ 页。
陈默：《全面抗战前（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演变》，《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６５ 页。
《佛采尔顾问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两件》（１９３３ 年 ２ 月—５ 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１ 编，“外

交”（２），第 １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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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从速确定各型制式火炮，之后考虑到整编陆军部队应当装备确切型号的武器，又于次年 １ 月令军

政部拟定步兵师所用制式武器。①

不过此时国民政府正集结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各部队忙于作战而无暇整编，因此制式武器

的选定被暂时搁置。 １９３４ 年底，随着第五次“围剿”获得成功，蒋介石认为全面整理陆军的时机终

于到来，便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提出整军要纲，其主旨为从军中各部抽调精干人员，按
照“廿一年整理师”编为新军，同时对原有各部加以整理，计划在 ５ 年内编练新军 ６０ 个师。② 作为

陆军整理的重要环节，制式武器选定工作又被提上议程。 军政部认为这一工作事关重大，于是拟请

军事委员会主持召开制式兵器会议。 蒋介石认为制式武器问题确为国防重大问题，且是未来统一

整理军械的基础，因此批准了军政部的请求，规定于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由军事委员会召集军事委

员会第一厅第一处、第二处、第二厅陆军、训练两处，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第二处，军政部兵工

署、军务司，训练总监部步、骑、炮、工、辎各兵监及陆军大学，步、骑、炮、工、辎各校校长，会同讨论决

定，并指定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副主任周亚卫任会议主席。③

此次制式兵器会议与前次相比，在会议形式上有较大改变。 首先，提案不再由兵工署拟定，而
是交由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和步兵学校等部门共同完成。 其次，此次会议实为审查会，仅就提案

进行审查，得出审查报告后再另行开会决定。 军事委员会考虑到此次制式兵器会议涉及步、骑、炮、
工、辎等诸兵种的制式武器，专业性较强，决定将审查组按照所讨论兵器的不同种类分为五组，情况

参见表 ４。

表 ４　 兵器制式审查各组区分表

组别 兵器种类 审查机关 召集机关

第一组

步枪、骑枪、轻机关枪、重机

关枪、手枪、平射步兵炮、曲
射步兵炮、手榴弹、掷弹枪、
掷弹筒

军事委员会第一厅第一、三处、第二厅陆军

处，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一处，军政部军务司、
兵工署，训练总监部步、骑、工各兵监，陆军大

学校，步兵、骑兵、工兵各学校

训练总监部步兵监

第二组

野（山） 炮、骑炮、骑兵随伴

炮、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山地

榴弹炮、１５０ 毫米榴弹炮、
１０５ 毫米加农炮

军事委员会第一厅第二处、第二厅训练处，参
谋本部第二厅第二处，军政部军务司、兵工

署，训练总监部骑兵、炮兵监，陆军大学校，骑
兵、炮兵学校

训练总监部炮兵监

第三组 辎重车、驮鞍
训练总监部辎重兵监、军政部军务司、参谋本

部第一厅第三处
训练总监部辎重兵监

第四组 装甲汽车 训练总监部骑兵监、骑兵学校、交通兵第二团 训练总监部骑兵监

第五组 高射机关枪、高射炮 军政部兵工署、步兵学校、炮兵学校、防空处 军政部兵工署

　 　 资料来源：《关于开会讨论兵器制式致军政部兵工署的函》 （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７４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９１

①

②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召开兵器制式讨论会议训令》（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６１ 页。

《陆军沿革史草案》（１９３９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５７５ ／ ０３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召开兵器制式讨论会议训令》（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６１ 页。



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各部门提案中，步兵学校的提案着眼于确定制式步兵武器诸元。 该校将步兵武器分为轻武器

和重武器，其中轻武器包括步枪、轻机枪、手提机枪（即冲锋枪）、掷弹筒、掷弹枪、手枪、手榴弹和火

焰喷射器等，重武器则包括重机枪和步兵炮，步兵炮之中又有平射、曲射和高射之分。 步兵学校认

为制式武器诸元应满足 ３ 条基本原则：第一，样式须新颖，能最大限度发挥武器特性；第二，按照国

情及预想作战地区制订性能参数，优先满足运动战需要；第三，枪炮弹药，应尽量类型从简、通用性

强。 上述原则中，步兵学校尤其注重第二和第三条，认为中国预想作战地区为东北、西北及黄河流

域一带，且以运动战为主要形式，因此追求武器轻便灵活，建议机枪气冷化和步兵曲射炮迫击炮化。
同时，按照种类从简和通用性强的原则，建议步、机枪均采用 ７􀆰 ９ 毫米口径，便于弹药通用；步兵平

射炮则兼具高射功能，既能支援步兵地面作战，又可防空。 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时，步兵学校尚主

张以国产旧式武器作为制式，此时意见上与兵工署已基本一致。 参谋本部的提案较步兵学校全面，
除提出制式步兵武器诸元以外，还提出各型制式火炮的参考诸元。 参谋本部的提案立足于部队作

战需求，在步兵武器诸元要求上大体与步兵学校相近，同样支持步、机枪为 ７􀆰 ９ 毫米通用口径、机枪

气冷化、步兵平射炮兼具高射功能和步兵曲射炮迫击炮化。 火炮方面，参谋本部指出，火炮口径的

决定基于威力和运动性，两者不能兼得，必须权衡轻重决定。 考虑到国内复杂地形、落后公路条件

和低劣的马匹体格，对野战炮、山炮、骑炮、轻榴弹炮和辎重车辆重量均严加限定；对于计划以机械

牵引的野战重炮，则强调威力和射程，与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中兵工署的提案也颇为相近。 训练总

监部的提案由各兵监所提各兵种分案组成，内容都较为简略，多为原则性意见，较少提出具体参数

要求，同样建议步、机枪口径通用、机枪气冷化、步兵炮兼具平射和高射能力和火炮轻量化。① 通过

考察上述部门的提案，可以发现除结合国情、军情和现代军事发展潮流的论述外，各提案同前次制

式兵器会议中兵工署的提案基本吻合：步枪和机枪均采用毛瑟尖弹；步、骑兵采用通用步骑枪；轻、
重机枪采用气冷式；火炮追求轻量化和机动力。 这说明兵工署此前在理论上的研究确有可取之处，
所提原则性意见能够得到军中其他部门的认同。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负责陆军主战制式武器的第一和第二组向军事委员会呈交审查报告。 根据第一

组的报告，步枪拟采用毛瑟 １９２４ 式步枪为制式，手枪拟采用德国自来得手枪为制式，迫击炮拟采用

金陵兵工厂造二十年式 ８２ 毫米迫击炮为制式；轻、重机枪、手榴弹、掷弹筒、步兵平射炮、重迫击炮、
步兵榴弹炮则均未拟定制式型号，仅提供拟定诸元或国外武器参数作为参考。② 第二组关于炮兵

制式武器的报告为各类制式火炮提供了简略的诸元要求，并明确提出：“采用制式火炮应以能自行

制造为原则。”③

军事委员会原计划待 ２ 周内 ５ 个审查组完成审查报告后再开会议定，但实际审查时间远超预

期。 到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第二组审查报告提交时，军事委员会已改变计划，将制式武器会议并入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军制研究会。 该会由军事委员会主持，蒋介石亲任研究会委员长，专门研究兵役、
编制、制式武器和部队装备等军制核心议题。 根据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军制研究会分为 ４ 组，其中

第一组研究兵役，第二组研究编制，第三组选定制式武器，第四组则基于编制和制式武器选定情况

确定装备表。④ 为合理利用之前的研究成果，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仍由参与第二次制式兵器会议的

各部门组成，并直接就刚刚出台的第一、二组审查报告展开讨论，以决定各型制式武器。

０２

①

②
③
④

《关于开会讨论兵器制式致军政部兵工署的函》（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７４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制式兵器会议第一组审查报告》（１９３５ 年），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６７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第二组审查报告》（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６７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９００。
《军制（一）》（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６ 日—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７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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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 年 ５ 月，经过对第一组审查报告的反复研讨，军制研究会第三组最先确定了步枪、骑
枪和刺刀的制式。 第三组认为二十四年式步枪（即毛瑟 １９２４ 式的国产型号，后改称中正式步

枪）不仅满足制式步枪的要求，还适用于骑兵作战，故决定以该枪作为步枪和骑枪通用制式。
刺刀为步枪和骑枪附件，是现代陆军进行白刃战的主要兵器，分为折叠式和分装式两种类型。
第三组认为步枪加装折叠式刺刀后略显笨重，不利于运动战，因此决定采用分装的二十四年式

刺刀为制式。①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研究会第三组确定制式轻、重机枪，此前兵工署的仿制工作在这时起到关键作

用。 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曾选定法国哈奇开斯式轻机枪作为制式，但国军之后大量购买捷克式轻

机枪，制式轻机枪需在两者中做出选择。 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兵工署对上述两款轻机枪进行实弹射

击对比实验。 两者均能在数分钟内发射近千发子弹，期间未发生机械故障和枪管受损问题，皆能满

足实战需要。 但兵工署报告称捷克式轻机枪购买量已过万，且仿制上已有相当准备，而哈奇开斯则

全无类似准备。 考虑到两者在装备数量和生产基础上的巨大差距，会议决定以捷克式轻机枪为制

式。② 制式重机枪的选定仍受机枪气冷化原则的影响，第三组认为未来国军制式重机枪必须采用

气冷式，但国内兵工厂尚不具备仿制国外新式气冷重机枪的能力，所以只能采用旧式水冷重机枪作

为过渡制式。 第三组考虑到金陵兵工厂所产二十四年式马克沁水冷重机枪经过技术修正后，质量、
性能均有提高，因而将该枪定为暂定制式，技术上仍待改进之处，则由兵工署、陆军学校和步兵学校

洽商办理。 而对于没有工作图样，无法实现标准化生产的三十节水冷重机枪，第三组建议全面停

产。 上述决议经军事委员会第 １２８ 次常务会议通过，均送交军政部查照。③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制式手枪和自来得也得到确定。 研究会第三组认为，手枪为陆军官兵护身及辅

助近战的主要兵器，需满足三点：第一，适于近战；第二，携带便利；第三，射击准确。 通过对枪械测

试结果的考察，第三组认为比利时产勃朗宁（Ｂｒｏｗｎｉｎｇ）手枪口径达 ９ 毫米，尺寸较小，适合国人使

用，且 ５０ 米内射击精确，威力较大，命中一发即可使敌丧失反击能力，完全满足国军需求，因此决定

以该枪作为制式。 自来得即自动手枪，在国内长期充当冲锋枪的替代品。 第三组认为，自来得射速

快，耗弹量大，宜采用小口径子弹以减轻士兵负重。 第三组参考枪械对比测试结果，决定以西班牙

产 ７􀆰 ６３ 毫米毛瑟自动手枪为制式自来得，该枪为德国毛瑟自动手枪的仿制品，价格低廉，且设有节

速装置，可有效降低耗弹量，适合国军使用。④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研究会第三组决定以金陵兵工厂造二十年式 ８２ 毫米迫击炮作为制式步兵曲射

炮。 如前所述，该炮经过金陵兵工厂多年仿制，已实现量产，性能和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中选可谓毫

无悬念。 步兵平射炮方面，第三组认为苏罗通 ３７ 毫米战防炮和百禄 ４４ 毫米平射炮能满足制式要

求，但相关的研究、实验、购买、仿造和整备等工作尚未开展，因此决定暂以汉造 ３７ 毫米平射炮作为

过渡制式。 步兵榴弹炮情况类似，第三组议决在苏罗通和斯柯达（Ｓｋｏｄａ）７５ 毫米步兵榴弹炮完成

研究、实验、购买、仿造和整备等工作前，先以沪造 ７５ 毫米山炮作为过渡。 步兵高射炮（即小口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一九三五年度研究各案总报告》（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

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９ ／ ００９。
《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一九三五年度研究各案总报告》（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

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９ ／ ０１２ － ０１３。
《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一九三五年度研究各案总报告》（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

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９ ／ ０１５ － ０１６。
《军制研究委员会有关研究步兵兵器制式等的文件》（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

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７ ／ ００６ －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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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炮）则暂以国军现有苏罗通 ２０ 毫米高射炮为过渡制式。① 至此，国军步兵轻、重制式武器选定

工作基本完成。 除手枪和自来得需要外购，步兵平射炮、榴弹炮和高射炮采用现有型号过渡外，
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和迫击炮均采用兵工署新近仿制产品为制式。 正是之前兵工署的积极仿

制，才使步兵制式武器的国产化成为现实，对比第一次制式兵器会议的选定结果全无生产基础，
确为一大进步。

遗憾的是，炮兵制式武器的选定却胎死腹中。 直到 １９３５ 年底，研究会第三组所提交的制式

火炮提案仍停留在数据参考阶段。 山炮和野战炮方面，虽确定以 ７５ 毫米为制式口径，但由于国

内马匹弱小，难以选定具体型号。 当时各国流行的野战炮，射程均达 １４０００ 米以上，但重量非国

内马匹所能承受，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考虑引进射程 １３０００ 米，可由国内马匹挽载的施耐德

７５ 毫米野战炮，待试验后再做决定。② 轻榴弹炮方面，德国 １９１６ 年式 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可以

满足国军要求，且能为马匹牵引，但因德方不愿转让该炮技术，所以只能引进斯柯达的同类产

品，待试验后确定。 重加农炮和重榴弹炮方面，虽然都采用机械化牵引，不需考虑马匹弱小问

题，但当时备选型号尚无一款抵华经过测试，所以只能根据各部门意见，提出基本的参数

要求。
马政落后是历次制式武器选定工作中被一再提及的问题，严重制约国军制式火炮的选定。 炮

兵负责远程火力支援，需要与步、骑兵协同作战，因此也需要一定的机动力。 国军机械化程度低，炮
兵部队所用火炮依赖马匹牵引或驮载，在重量上必须顾及国内马匹的承载能力。 近代中国马政废

弛，马匹退化严重。 全国约 ５００ 万匹马自然生息，未行科学改良，造成马种日渐退化。③ 根据训练

总监部的调查，西方诸国驮马之负载重量，合马具计，以 １５０ 至 １６０ 公斤为标准，相比之下，国内马

匹只能负载 １００ 公斤。④ 这意味着，为适应弱小的国内马匹，可供拆解的山炮，其最重部件加上驮

载所需鞍具须轻于 １００ 公斤。 而当时已开始部分装备国军的博福斯山炮最重部件即达 １３０ 公斤，
对国军实战运用造成诸多不便。 率先装备该炮的国军炮兵第一旅第一团在福建作战期间即总结：
“卜福斯山炮套马既不能通过，驮载（我国骡马又不能胜任）又不能持久，除用人力或船舶输送外别

无他法……故其精度虽良，威力虽佳，但因运动不便，不能如期，或竟不能搬运至阵地，所以火炮虽

好，无从发扬其威力。”⑤针对国内马匹体格弱小的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整顿马政或减轻炮重解

决，实际上却都难以实现。 整顿马政需要对马种进行根本改良，须历经数代才能大致实现，以日本

为例，其实现马匹品种全面更新的周期就达 ３０ 年。⑥ 马政短期难以改观，因此只能从火炮轻量化

入手。 但减轻炮身重会造成火炮的口径缩小或身管缩短，火炮威力和射程均会大打折扣，减轻炮架

重则会影响火炮射击的稳定性，从而降低精确度。 据国军考察，西方各军事强国为追求火炮射程和

威力，均确定以机械化作为未来炮兵的发展方向，故放宽对火炮重量的限制，不再根据马匹承载力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一九三五年度研究各案总报告》（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

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９ ／ ０１７ － ０２２。
《军制研究会第三组一九三五年度研究各案总报告》（１９３６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

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６９ ／ ０２７。
余玉琼：《我国建设马政计划之讨论》，《中国实业杂志》１９３６ 年第 ２ 卷，第 １ 页。
《关于开会讨论兵器制式致军政部兵工署的函》（１９３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７４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讨伐闽逆战役经验报告书》（１９３３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案，７８７ ／ １２６８ ／ ０１８。
崔步青：《三十年来日本马政之一瞥》，《中华农学会报》第 １５０ 期，１９３６ 年 ８ 月，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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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设计火炮。① 无奈之下，兵工署只得自行设计野战炮和轻榴弹炮，但以失败告终。②
马政落后固然使国军难以选择国外先进火炮作为制式，但若国内有完备的火炮制造业，依然能

生产适合中国马匹体质的火炮。 因此，马政问题仅是表象，制约国军制式火炮选型的关键是国内薄

弱的火炮生产能力。 １９３１ 年以来，中国的火炮生产能力严重倒退，火炮生产能力最强的东三省兵

工厂落入日军之手。 仅次于东三省兵工厂的太原兵工厂在财务上陷入困顿。 上海兵工厂停工裁撤

后，汉阳兵工厂一度成为兵工署手中唯一能生产迫击炮以外火炮的兵工厂，但据军政部统计，１９３４
年，汉阳兵工厂 ７５ 毫米野战炮月产量仅 ２ 门，即便添加原上海兵工厂的制炮设备，产量也只能提高

到每月 ４ 门。 不论质与量都远远满足不了国军的需求。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兵工署并非无所

作为，其主要着力点为建设新炮厂和接收整理具备火炮生产能力的地方兵工厂。
原本兵工署意图与克虏伯合作建设炮厂，打造中国的“克虏伯”，但因德国军方的干预而一再

拖延。 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兵工厂曾提出合作意向，最终也未能成功。④ 直到 １９３６ 年，德
方同意转让部分火炮和炮弹的生产技术和许可证⑤，兵工署才正式以炮兵技术研究处的名义重启

新兵工厂的建设计划。 新厂厂址仍定在湖南株洲，但当地仅设筹备处负责厂房建设，行政和技术部

门则分散在长沙和武汉两地，其中驻武汉办事机构专门负责接收汉阳兵工厂炮厂，以整合新旧火炮

生产设备。 直到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炮兵技术研究处才进入施工阶段，同年 ８ 月 １９ 日，该处奉命向

后方搬迁，搬迁期间，仅能从事修理工作，直至 １９４０ 年 ９ 月厂房在重庆基本落成，才真正进入生产

阶段。⑥
除筹建新厂外，兵工署还致力于接收具备火炮生产能力的太原兵工厂和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

太原兵工厂前身为山西省机器局，本为一兵器修理厂，后在阎锡山的经营下，逐步发展成仅次于东

三省兵工厂的北方第二大兵工厂，具备生产山炮和野战炮的能力。⑦ 早在 １９３２ 年，参谋本部便计

划接收太原兵工厂，意图将该厂建设为北方兵工制造的中心厂。⑧ 然而阎锡山不断阻挠中央接收

工作，甚至让太原兵工厂各分厂以民用工厂的面目并入新成立的西北实业公司。 直到 １９３６ 年，眼
见经营难以为继，阎锡山才主动向中央提出以兵工署接收西北实业公司下设各兵工厂。 军政部特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二组审查报告》（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重庆市档案馆藏，兵工署档案，００３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３６７ ／ ００００ ／ ００１ ／ ９００。
由于国内设计人员缺乏，兵工署委托曾在东三省兵工厂任职的火炮工程师哈德曼（Ｈａｒｔｍａｎｎ）设计 １００ 毫米榴弹炮和 ７５

毫米野战炮，但经试造后均不堪使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乱影响，炮兵技术研究处处长庄权只得率团队前往匈牙利重新设计，
但最终仅完成蓝图，未能造出样炮。 参见《庄权关于 １００ 毫米榴弹炮及 ７５ 毫米野炮设计经过报告》（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中国近

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６８１ 页。
《蒋介石令曹浩森具报现有及正在筹设的厂库情形往来电》（１９３４ 年 ９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４２１

页。 此外，所产 ７５ 毫米野战炮为汉阳兵工厂于 １９１３ 年仿制的战前火炮，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性能已经落后。 参见《中国近代兵器

工业》，第 １６２ 页。
斯柯达在军火销售上与德国厂商暗中较量。 其驻华代表沃波里斯基每月都与俞大维面谈一至两次，并一直寻机面见蒋

介石。 为了同克虏伯竞争，斯柯达方面开出了相当优惠的条件，承诺完全出让生产特许执照，派 ２ 名兵工专家来华，并接收 ８ 名中

国留学生赴捷监造、实习。 参见《沃波里斯基呈蒋中正以宋子文曾允向捷克斯可达兵工厂订购军械该厂愿放弃特许制造执照收费

派出技术人员来华并提供八名中国学生免费实习等文电日报表》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５６ ／ １６５。 但是蒋介石最终并未答应斯柯达来华建设制炮厂的提议，仅令俞大维和孔祥熙与沃波里斯基商洽订购捷

克造 ７􀆰 ９２ 毫米步枪弹。 参见《蒋中正电俞大维孔祥熙请与沃波里斯基接洽核办订购捷克斯可达兵工厂七九步枪弹事宜》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４３ ／ ０７５。

《四年来兵工整理经过报告》（１９３７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７８７ ／ ２０３７ ／ ００７ －
００９。

《第十工厂沿革》（１９４９ 年 ７ 月），《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１８２—１１８４ 页。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第 ９、４６—４７ 页。
《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及建设新兵工厂计划》（１９３２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７８７ ／ ２２１２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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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负责接收前的调查工作，结果却颇令军政部失望。 根据杨继曾的报告，
西北实业公司下设机车厂，虽为原火炮厂，但不再以火炮生产为主业。 同时，西北实业公司各兵工

厂不具备标准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格全靠工匠个人掌握，无法直接与兵工署直辖各厂的生产体系

接轨。 此外，阎锡山还向军政部提出，应在接收前免除各厂累积约 ９００ 万元的欠款。① 国府不愿耗

费如此巨资获得一落伍工厂，接收计划又陷入停顿。 直到抗战爆发，太原兵工厂未及时疏散，厂房

和大部分设备均落入日军之手。
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又名潖江兵工厂，本为陈济棠和李宗仁与汉斯·克兰于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私下

商建的兵工厂，包括炮厂、炮弹（包括信管和火药筒）厂、毒气厂和防毒面具厂各一座，其中炮厂计

划每月出品 ７５ 毫米步兵榴弹炮 ９ 门、７５ 毫米野战炮 ９ 门和 １０５ 毫米轻榴弹炮 ５ 门。② 广东归政中

央后，兵工署将毒气厂和防毒面具厂并入位于河南的巩县兵工分厂，同时保留炮厂和炮弹厂。 据曾

担任该厂厂长的邓演存回忆，当时工厂在生产结构上存在重大缺陷，没有配套的炼钢厂和制药厂，
所谓制造火炮，只是按照原厂的说明书购料组装，即便炮弹的独立生产也无法做到。③ 为防止工厂

废弃，兵工署不得不与合步楼公司重新订立合同，对已有设备加以扩充，并大幅裁撤德国技术人员。
但改造成效十分有限，该厂实际只能依靠德国进口部件加工组装 ３７ 毫米战防炮，并生产国军急需

的山炮和野战炮用弹。④ 新厂遥遥无期，晋厂落后低效，粤厂又名不副实，抗战前兵工署完全不具

备独立生产新式火炮的能力。 正基于此，秉承以能自产为原则的制式火炮选型工作最后无果而终。

结　 语

若进行横向比较，国军选定陆军制式武器具有特殊性。 西方各国陆军选定制式武器，一般仅针

对具体某一种武器，由军方提出性能要求后，发起竞标，让各生产厂商或研发机构提出方案和样品，
进行反复对比测试后，决出胜出方案。 其中过程十分复杂，历时往往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⑤

各类武器需全部完成上述的选型过程后，才能确立一国陆军基本的制式武器装备体系。 而国军根

据已有试验、仿制成果和纸面数据，展开理论上的探讨，之后在国外新式武器或国内仿制品中做出

选择，经几次会议便确定陆军各型武器的制式。 这实质上是参考国情和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以选定

制式武器作为先导，为国内兵工仿制工作指明具体方向。 从实际成果来看，兵工署在仿制制式武器

原型的过程中，通过引进工作图样和检验样板，将标准化引入兵工生产中。 此外，兵工署为所辖各

厂明确各自的仿制任务，使其专注于制造特定的武器弹药。 其中，巩县兵工厂作为步兵轻武器的主

要生产厂，生产制式步枪、轻机枪及步、机枪弹；金陵兵工厂作为步兵重武器的主要生产厂，生产制

式重机枪、轻迫击炮和相应弹药；汉阳兵工厂则逐步停止三十节重机枪这类非制式武器的生产，转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杨继曾奉派赴晋商洽兵工厂迁移情形给何应钦报告》 （１９３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３９４—３９５ 页；《杨继曾视察太原兵工厂情形给何应钦报告》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３９６—
３９７ 页。

《陈济棠、李宗仁向德国购买军火与克兰所签订购买整套兵工设备和械弹等合约（内有英文、图纸）》（１９３３ 年 ７ 月—１９３７
年 ２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兵工署档案，７７４ ／ ４６８５ ／ ０１０。

邓演存：《潖江兵工厂建立始末》，《广东军工史料（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广东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军工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１９８９ 年编印，第 １８１—１８２ 页。
《第五十工厂厂史》（１９４８ 年 ３ 月 ６ 日），《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 ３ 辑，第 １２５５ 页。
例如大名鼎鼎的美国 Ｍ１ 加兰德（Ｍ１ Ｇａｒａｎｄ）步枪，从 １９２５ 年参加美国陆军的制式步枪选型工作起，到击败众多竞争对

手，于 １９３６ 年初正式被选为制式步枪，总共历时近 １１ 年。 参见 Ｗａｌ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Ｒｉｆ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Ｋｒａｕ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ｐ􀆰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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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新的制式武器，由此形成专厂专产的兵工生产结构。
但国军制式武器的实际转产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捷克式轻机枪是兵工署自主仿制的范例，量

产工作却进展缓慢。 抗战全面爆发前，巩县兵工厂的月产量仅 ２５ 挺。① 兵工署曾计划与捷克国营

兵工厂协商，由其另设专厂生产，却因抗战全面爆发而终止。② 制式步枪和重机枪的转产也同样困

难重重。 步枪方面，巩县兵工厂虽从 １９３６ 年开始大批量生产中正式步枪③，但两广事变结束后归

属兵工署的广东第一兵工厂仍生产粤造元年式步枪，直到 １９３７ 年 ６ 月才开始转造中正式。④ 汉阳

兵工厂则一直维持汉阳式步枪的生产，抗战期间在向大后方迁移过程中接收巩县兵工厂造枪厂后

才开始生产中正式。⑤ 而其原来的步枪厂则由金陵兵工厂接收，直到 １９４４ 年才转产中正式。⑥ 重

机枪方面，金陵兵工厂虽已生产二十四年式重机枪，但全军尚有 ４０００ 余挺不能使用新式尖弹的三

十节式重机枪，为此，主产该型重机枪的汉阳兵工厂开辟修理线，专门回收改造三十节式重机枪，使
之可以使用新式尖弹，同时维持改进型三十节式重机枪的生产，以补充部队的损耗。⑦

与之对应的却是国军对制式武器的迫切需求。 按照 １９３５ 年全国陆军整理计划的计算，新编

６０ 个师需要 ７􀆰 ９ 毫米步枪 ４６９８６０ 支、７􀆰 ９ 毫米骑枪 ８４７４４ 支、７􀆰 ６３ 毫米自来得 １７６４００ 支、手枪

６４８０ 支、７􀆰 ９ 毫米重机枪 ５５２０ 挺、７􀆰 ９ 毫米轻机枪 １７６４０ 挺、二生的小炮（２０ 毫米小口径加农炮）
１８００ 门、８２ 毫米迫击炮 １２００ 门、７５ 毫米山炮 ３４８ 门、野战炮 １８１２ 门和 １５０ 毫米榴弹炮 ２４０ 门。 其

中第一期整理国内兵工厂即应制造步枪 ４６９８６ 支、骑枪 ７１０８４ 支、重机枪 ５５２ 挺和迫击炮 １２０ 门。⑧

考虑到全面换装难度过大，１９３６ 年军政部军务司主持陆军整理工作时，明确“就现有之装械与军

费，规定有计划之逐次充实办法分期实行”。⑨ 因此，接受整理的部队仍留有大量非制式武器。 例

如第一批接收调整的第十一师，根据其参加淞沪会战期间记录的械弹消耗统计表，全师仍装备清一

色的汉阳式步枪和三十节式重机枪。􀃊􀁉􀁒

各国不同形制武器的持续输入则对国军装备制式武器的努力造成最沉重的打击。 本来以国外

武器作为制式，具有以购买国外原型产品来弥补国内生产不足的优势。 但实际上这一优势并不存

在。 由于德国加紧扩军备战，武器内需与日俱增，国民政府越来越难以购买到大宗的德国军火，只
能按照德国顾问建议，优先购买国内不能自造却又必不可少的武器􀃊􀁉􀁓，如高射机枪、小口径加农炮、
战防炮和重榴弹炮等。􀃊􀁉􀁔 国军步兵部队所急需的步枪、机枪等基本武器，反而无法依靠德国供应。
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只得从其他欧洲国家购买。 根据兵工署统计，１９３７ 年到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国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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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外购步枪包括比利时产 Ｍｌｅ􀆰 １９２４ ／ １９３０ 式步枪 ６００００ 支、捷克产 Ｖｚ􀆰 ２４ 式步枪 １０００００ 支和洋行

代购的 ７􀆰 ９ 毫米步枪 ６５００ 支；轻机枪包括比利时 ＦＮ 兵工厂所产 １９３０ 式 ３０００ 挺、１９３８ 式 ５０００ 挺、
法国哈奇开斯式 ７００ 挺、捷克式 １４０００ 挺和芬兰造 ７􀆰 ９ 毫米轻机枪 １０００ 挺；重机枪则为法国哈奇

开斯式 １０００ 挺、捷克国家兵工厂 ＺＢ －５３ 式 １０００ 挺和丹麦麦德森式 １５００ 挺；即便是国内生产状况

较好的迫击炮，国民政府也分别购买 １５０ 门法国制 ８１ 毫米口径和 １００ 门奥地利制 ８０ 毫米口径作

为补充。① 上述欧洲各国武器，除捷克式轻机枪和法国制 ８１ 毫米迫击炮尚与国军制式武器形制基

本一致外，其余均与国军制式不符。 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援助的苏制军火，则更是国军在选定制式

武器时所从未考虑过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美国军援不断抵华，国军武器装备序列中又增添

一定量的美械。② 抗战胜利后，国军又收缴大量日械。 国军虽在 １９４４ 年基本实现兵工生产的制式

化，但全军已是国械、欧械、苏械、美械和日械混杂，混乱程度较国军成立之初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

着国军在陆军建设上逐步向美军靠拢，陆军美械化成为新趋势，此前确定的制式武器反而变为新一

轮制式化的阻碍。
不过结果的失败并不代表路径的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苏联的援助

下迅速完成制式武器的选定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大量仿制苏联武器，借鉴苏联的兵工技术标准，建
立起独立的兵工体系，为今天中国兵工业的蓬勃发展打下坚实基础。③ 若比较国民党军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制式武器选定工作，可以发现，两者都是在军事援助国的帮助下，接受他国武器体系，奠
定标准化生产基础，再逐步实现武器上的独立自主。 差别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稳定，并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兵工体系，即使苏联中断援助，依然能够自力更生；而国民政府的现代化计划却

为日本侵略所中断④，没有坚实的经济和科技基础支撑起完备的兵工业，致使国军在武器装备上仍

旧依赖他国，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重归混乱。 由此可见，借助先进国家的协助，确实为落后国家

实现军事现代化的捷径，但唯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先进，才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作者高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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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ｎ Ｓｈｕ （２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ｏｆ ａ ｆｅｗ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ｉ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ｓ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ｂ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ａｓ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ａ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ｏｏｐ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ｅｒ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ｕｔ ｏｆｆ．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ｍａｄｅ ｑｕｉ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ｗｅｉ ｐｕｐｐｅ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ｏｍｆ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Ｗａｎｇ Ｙｕｈｕｉ （４４）……………………………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２７ ｔｏ １９３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ｐｌａｎ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３ ｔｏ １９３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ｌ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 ｂｅ ｓｅｔ ｕｐ ｉｎ ａｌｌ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ａｎｄ “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３８ ｔｏ １９４５， ａ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ｔ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ｄａｙ⁃ｔｏ⁃ｄ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ｕｐ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ａ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１１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ｗａ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ｎｇ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ｔｈｅ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ｈａｄ 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ｄ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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